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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心隐（1517—1579）是明代思想家，泰州学派的佼佼者。他曾构建家族自治组织“萃和堂”，抵制

不合理赋税，结交江湖异人设计褫夺严嵩相权，布衣倡道讲学，最后蒙冤入狱惨死……他的人生故事，

波澜壮阔、奇幻莫测。以往论者依托文本，大多看重何心隐以圣人自我期待、讲学倡道的宗旨，所言颇

有见地，但也带来知行分裂的弊病。何心隐存世最长的论说文《原学原讲》作于被捕前一年的明代万

历六年（1578年）。此时首辅张居正铁腕治国、极恶讲学，嘉靖隆庆年间遭热捧的心学讲学已经风光

不再。何心隐推溯“学”与“讲”的本源，为讲学的合法性疾呼，且身体力行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他

以“事”为红线，提出“有事”而“叙事”“五其事而叙”“一代有一代之故事”等新异论断，并以知行合一之

“事”为原点，认为“事”的内涵一旦改变，则“叙事”观念就会发生变异、重组。这本身具有突破传统叙

事矩矱的审美意味。本文尝试还原叙事与讲学的关联模式，分析何心隐叙事美学观念，揭橥明代小说

叙事观念之变迁。

何心隐叙事观念与明代叙事美学的滥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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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审美现代性视域下泰州学派‘狂’范畴的美学反思”（16BZX115）、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

学社会科学项目“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研究：以‘狂’为例”（2012SJD750012）阶段性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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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事”的唤醒：“有事”而“叙事”

中国本土叙事植根于史学传统。古人“事”与“史”互训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又持

中。中，正也。凡史之属皆从史。”[1]“事”，从史，史官专职记事，天子之侧、诸侯之旁、盟会、宴私都有史

官手捧书册随侍记载。“事”具有了诸如官方的、以中正立场为导向的规定性，“事”的规定性Ọ规 者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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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事”向“理”敞开，简易直接地推动“心-物”、“知-行”的统一，这在以民间讲学和思想创新著称的

泰州学派有了进一步发展。一方面，进一步弥合强化“事”与“道”简易直接的统一关系，如王艮的“天

理良知说”，将天理与良知画上等号，提出“即事是学，即事是道”，“事”“道”与“学”乃一体多面，当下即

“事”，并无二致。“圣人经世，只是家常事，唐虞君臣，只是相与讲学。”圣贤是如此，凡夫俗子、愚夫愚妇

亦如此，“视天下如家常事，随时随处无歇手地”[1]。放大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，也是这道理。另一方

面，推拓“事”与“道”统一的有效程度，强调“事”与“理”一致。“理”者，做规则、标准讲，与“矩”同义。而

二程做万物唯一本根讲的“理”，乃万物总一的法则，故而又称为天理。二者虽然都有规则的意思，但

有分殊与总一之分别。王艮弟子林春云：“所谓当理者，心外无理，理外无事，事外无仁，即心是理，即

理是事，即事是仁，一而已矣。”[2]“事”即“学”，至简至易，当下显现至善本心；“事”与“理”表里无差，倘

若于规则上比合牵引、落于闻见，反而会起阻碍作用。试对比黄宗羲述评何心隐之学时所云：“心隐之

学，不堕影响，有是理则实有是事。无声无臭，事藏于理；有象有形，理显于事。”[3]林春较何心隐年长

19岁，仕途顺利，持论稳重；而何心隐不走寻常路，被目为异端，但上述两段引文显示，两人在“事”

“理”观上竟有不谋而合之处。黄氏此段评介，摘自何心隐的论说文《矩》，“学之有矩，非徒有是理，而

实有是事也”；“物也，即理也，即事也”[4]。“矩，法也”[5]，本身有法则的意思。何心隐强调“矩”是“事”与

“理”的统一，赋予“事”在显示“理”时有象有形的形象性。

何心隐《原学原讲》从上古经典入手纵论叙事的范畴，其旨意乃是寻绎“事”及其“理”内在统一的

历史理据。文中提出“有事”而“叙事”，从知（观念意识）到行（讲学践履），一以贯之，推动“事”的解放

和“叙事”的变迁。在《原学原讲》开篇揭橥明末讲学的本源时曰：“必学必讲也，必有原以有事于学于

讲，必不容不学不讲也。”[6]“学”与“讲”系关联概念，有“学”必有“讲”，“讲”离不开言说；言说是“有事”

的产物，“自有言必有事、必有讲也，讲其原于言也。”[7]借功能来论证本源，“讲”源于因事而发的言说，

一切源于“有事”而“叙事”，流露出强烈的践履指向。

王学包括泰州学派，因为思想容易流于空疏，常落人口实。黄宗羲称心隐之学“不堕影响”，盖因

何心隐学养深厚、识见超群，以六经注我的气魄，从学理上重新系统诠释了“事”与“理”；再加之践履工

夫超常，其影响广泛持久也在情理之中。何心隐别出手眼地从“叙事”角度论证“学”“讲”的合法性：

“即叙，即事即学也。即叙，即事即讲也。”[8]多用“即”字，是多重循环统一论证留下的句法形式，其论证

特点，一是在寻绎历史本源时，层层推原，螺旋循环论证；二是源与流、“事”与“道”统一论证。“学”与

“讲”源于“有事”而“叙事”，叙事者的模仿学习（“学”）与反思对话（“讲”）之间的能动性得到了彰显。

二、以人为中心的形象叙事：“五其事而叙”

《原学原讲》前大半篇幅对“叙事”本源作系统性论证，分为三个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，自开头到“不于言原讲，而奚于圣原讲耶？”，从“学”与“讲”的叙事范畴上推究本源。

“事”分为五类范畴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“听”“思”。从可感性叙事层面看，叙事就是叙貌、叙言、叙视、叙听、

叙思。“学”源于“貌”，“讲”源于“言”，终于“圣”。

[1]〔明〕王艮撰：《王心斋全集》，陈祝生等校点，〔南京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7页。

[2]〔明〕林春：《林东城文集》，〔南京〕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3页。

[3]〔清〕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，沈芝盈点校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705页。

[4][6][7][8]《何心隐集》，容肇祖整理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33页，第1页，第1页，第4页。

[5]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》（影印本），〔清〕阮元校刻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674页。

186



文学与文化研究

江苏社会科学 2019/4· ·

第二部分，自“是故五其事而叙者”到“徒然汎然忧耶？”，考镜叙事的历史源流。“学”与“讲”有早于

孔子的渊源，如禹、周武王与箕子，武丁与傅说，周文王和周公等。孔子作为“以学以讲”名家，其“以学

以讲”经历了由隐曲逐步显明的三个阶段。类似的渐进三部曲发生在上古三代：“若羲、若尧、若舜、若

禹、若汤、若尹，隐隐学而隐隐讲”，“若高宗、若傅说、若箕、若文、若武、若周，显显学而隐隐讲”，孔子乃

“显显以学以讲名家”[1]。

第三部分，自“是故学其原于貌者”到“显显隐隐其学其讲以范耶？”，从通变规律上辨析本源，剖分

《易》之“卦”、《范》之“畴”、“穷-极”、“变-通”、“尊-亲”、“学-讲”这几对范畴。

略言之，叙事作为“事”“道”统一体，本身是多层复合结构。“事”分为三个层级，每个层级各有五类

范畴：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“听”“思”，“恭”“从”“明”“聪”“睿”，“肃”“乂”“哲”“谋”“圣”。每层分类皆以人为

中心。

要之，事而一、而二、而三、而四以终者，终于五也。又要之，事而貌、而言、而视、而听、以

终者，终于思也。又要之，事而恭、而从、而明、而聪、以终者，终于睿也。又要之，事而肃、而

乂、而哲、而谋、以终者，终于圣也。又要之，圣又终乎其睿其思，其五其事者也。即事即学

也，即事即讲也。圣其事者，圣其学而讲也。学奚不原于圣而奚原于貌耶？讲奚不原于圣而

奚原于言耶？[2]

“五事”语出《尚书·洪范》中的“彝伦攸叙”[3]，属于君臣治理天下常理所规定的秩序之一。“叙”即次

序，排列在“九畴”第二，“五事”的内容都属于行为规范。《原学原讲》借用经典话语“五事”，置放在讲学

“即事即学”“即事即讲”的语境下，组成

五种横向叙事范畴与三层纵向叙事范畴

的框架，对应关系见右表：

何心隐的叙事主张是一个既还原五

类“事”可视可听可感的形象，又书写对

应的行为意志和价值判断的复合结构。从纵向叙事看，第一事为“貌”，由表层具体可感的外貌叙事，

到包含行为意志“恭”的中层叙事，直至隐含价值判断“肃”的深层叙事，由表入里，层层深入。其他四

事依次类推。这一叙事模型堪称完美，感性经验的叙事中包蕴了超感性经验的叙事伦理，以“圣”作为

叙事伦理的终极归宿。

从“即事即学”“即事即讲”来看，“学”与“讲”的源头在于必定有“事”，“事”必定可以借助“貌”“言”

“视”“听”“思”等可感性经验得以当下显示，“不于貌原学，而奚于圣原学耶？”“不于言原讲，而奚于圣

原讲耶？”[4]折射出彼时“当下即是”的可感性经验地位的上升。在以人的行为规范构成的“五事”中，不

是以“圣”为源头和出发点进行“学”和“讲”，而是从活生生的、别具个性的外貌、言语的观察和深入揣

摩体悟入手，将之悬为“学”和“讲”的源头。“貌”是“学”的起源和根由，应该于“貌”原学。同理，“言”是

“讲”的起源和根由，于“言”原“讲”；最后归于“圣”，“圣”是“学”和“讲”的终结。这里体现出叙事伦理

的进路：由表层、中层到深层，由具象、半抽象到抽象，由个别性、超个别性到普遍性。程朱理学以“天

理”或“圣”为叙事的出发点和源头，叙事依附于“天理”，缺乏独立性，本来鲜活的人物形象沦落为圣贤

的传声筒或正史的脚注补备，千人一面，或者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感。然而改变来临了，在何心隐这里，

[1][2][4]《何心隐集》，容肇祖整理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8页，第4页，第4页。

[3]《十三经注疏·尚书正义》（影印本），〔清〕阮元校刻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87-18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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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事形象的本源地位得到确认，走向独立自足，不再是史官文化的附庸和仆从，叙事的主体性地位首

先在叙事形象的主体性地位上得到了突破，这正是中国叙事美学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和观念准备。

再从横向叙事看，“叙”本身有顺序、次序的含义，顺序暗含文化规则，不可淆乱。所叙“五事”遵循

既定顺序，由可感性经验过渡到超感性经验。作为“五事”起首的“貌”，是经过社会礼俗规训、留有伦

理道德打磨痕迹的容貌，“貌”必有恭、有肃，使人区别于有形之类的动物。叙事以叙貌为第一事，人生

而有“形”，自然物质属性的肉体之“形”通过伦理道德的形构，驯化为“貌”，“事”敞开于貌，“学”意味着

与形俱形，即形即貌，即貌即学。“五事”其二的“言”是社会伦理道德化的声音，“言”必有“从”、有“乂”，

以此区别于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物种。叙事以叙言为第二事，人生而有声，从“声”到“言”的转变在于

伦理道德的驯化。“讲则与声俱声，即声即言也，即言即讲也。”[1]依此序列，叙视是第三事，叙听是第四

事，叙思是第五事，“视”与“听”是对其他人的外貌、声音等等的接受和感知，“思”是意识活动。叙貌叙

言的信息源头在主体自我，叙视叙听的信息接收自外界他人，貌言叙事与视听叙事之间互动往还，人

情世相皆在其中。以“思”连接貌言叙事和视听叙事，因为有貌有言即有“思”，有视有听即有“思”，

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“听”“思”在发生上没有先后之别，差异只是逻辑顺序。“圣”为伦理形构的核心价值，以

“貌”和“言”为例，二者构成“乘-御”关系，“貌”搭载“言”，“言”统御“貌”，内在地蕴含了伦理意志和伦

理价值的“圣”。

不同于西方叙事学中作为基本单位的“事”——以时间为顺序、展开有头有尾的事件，借以观察和

叙述人的变化发展过程，何心隐所言之“事”，以观察和叙述人的形象为本源，具体讲，以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

“听”“思”作为基本叙事单元，一切以人物可感性形象为本位。不理解这一点，就无法理解小说叙事的

“事”为何常常放在“事与事的交叠处（the overlapping of events）之上，或者是放在‘事隙’（the interstitial
space between events）之上，或者是放在‘无事之事’（non-events）之上”[2]。因为中国叙事美学的“事”以

人为中心，并非西方人熟悉的线性时间顺序发展的“事”，并且叙事形构与伦理意义形构的一体统合过

程被强化，以终极价值“圣”为归宿。国内学者在“中国叙事学”总题下单列“视听篇”，较能凸显中国叙

事学特色[3]。

概言之，叙事的来源和主旨都并非再现行动的因果链条，而是经由人物形象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“听”

“思”等表层可感性经验，导引向内蕴的伦理道德形上意味，暗示“恭”“从”“明”“聪”“睿”等意志行为特

征，象喻“肃”“乂”“哲”“谋”“圣”等伦理道德价值。由于叙事形构依序以叙貌、叙言、叙视、叙听、叙思

等为本源，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“听”“思”足以构成完整的人物形象叙事，以人为中心的形象叙事自主性得到

释放，人物形象叙事的主体性地位上升，带来极大的叙事自主空间。

三、形象叙事与超时空大叙事的共构：“理”“事”“心”合一

“史”是永恒时间的记忆，以史为镜，为后世提供国事盛衰的借鉴。当“事”向形象的可感性形态扩

张，逐渐包容社会的、日常的、心理的“事”，叙事的借鉴价值不降反升。何心隐将来自《尚书》“洪范篇”

的“五事”范畴，进一步推至《周易》的Ầ

范

畴

，哲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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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。乾为首也。若首而貌，莫非形乎其形者也。”[1]“是故原讲其原，则原于《范》之五其事之二而言者，

原于《易》之二而兑也”[2]。可见，停留于“貌”“言”等“五事”的可感性形象叙事，是远远不够的——“乃

人其学于仁，以学于《易》于《范》于羲于禹其人其仁而学也。徒然学其原于貌而学耶？”[3]“五其事而叙”

只是“学”与“讲”的必由之路，不是终点。

“事”虽只是百姓日用的寻常事，但是被投射到六十四卦变易不居的超时空背景下，人物形象之间

的视听往返，遂演变为“理”“事”“心”合一，天理演变的卦象形态，皆为“易”理天道的显现。《周易》以变

化的哲理著称，何心隐以阴阳的“穷而极”“变而通”[4]来统领伏羲、尧、舜、禹等贤圣叙事，每一位贤圣在

穷尽变化上体现自己的特点，但都服膺“心”或“仁”。阴阳对立相生、穷极变通，表现为吉-凶、祸-福、

盛-衰、兴-亡、冷-热等等的转换，这是关于一切可感性形象叙事的本原叙事，可称为“大叙事”或“元

叙事”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，中国经典小说中无一例外都有人间叙事与超时空大叙事的两重叙事，

形成人、事状态两相共构的“双构性”[5]。

中国本土叙事并不严守情节在时间中的因果逻辑，但极看重天道变化的根本规律，它主导了人、

事变迁的过程和结局，因此一切叙事均可收归到“穷而极”“变而通”的大预言下展开。人物形象的叙

事进程直至人物归宿，都不出天道演变的元叙事，其中必然蕴含了情节，但情节在叙事中的作用是次

要的、从属的。一则情节从属于人物形象，并不具有独立自足性；二则情节的最终走向遵循天道规律，

因此也是可预见的。中国经典小说中的叙事话语，既有洞察人事细微变化的老练世故，又具有笃信天

道变化、超越时空的前瞻眼光，在可资人生鉴戒的价值上，把形象之间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“听”“思”的互动

往返统合成情节，塑形中国人对于时空的人事体验。

叙事源于“洪范”，又源于“易”，且统一于“心”或“仁”，这为理解明代中晚叶叙事昌盛提供了逻辑

支撑。叙事美学的对象不限于小说、戏剧等艺术，还包括讲学、说书、谈经、讲史等民间叙事行为。讲

学对出身、职业、地位等极为包容，达官显贵、村夫野老、渔夫盐户、耕者樵夫、缁衣羽流，都可以参与到

“学”“讲”中，在“貌”“言”“视”“听”“思”等形象叙事上，洞见阴阳对立相生的天理。明代以前的叙事处

于边缘，在闾巷琐谈、逸闻旧事、私史稗史中起的是补正史之阙、羽翼正史的作用，述及朝代兴废的小

说，叙事框架犹如“一地散钱”，虽有价值但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。到了明人手中，叙事地位擢升。从

史学背景看，明中晚叶私人修史之风盛行，由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中的著录即可见一斑。加之明代不修国

史，只修实录，其所修实录，在当时即可传录，因此私人修史取材极为方便。“史消稗长”给国史修撰蒙

上了阴影，而对于其他叙事则不啻洒下了阳光。

何心隐在《遗言孝感》一文中把自己蒙冤入狱的遭际称为“避遭故事”。避，指因祸而外出躲避；

遭，虽避祸仍惨遭不幸。类似的“避遭故事”古已有之，换一副面孔反复上演，但今日故事又有今日的

时代特点：“一代自有一代故事，党人避遭，汉代故事也。清流避遭，唐代故事也。伪学避遭，宋代故事

也。孝感于我昔年避遭故事，已不下汉不下唐，不足言矣，且不下宋伪学。而避遭于我为今代故事者，

后代不知又何言也？……是望为一代故事望也。”[6]文中略叙汉、唐、宋三代“避遭故事”：一是汉代士人

被宦官罗织“党人”罪名遭受终身禁锢；二是唐代后期的政治文化精英“清流”遭受毁灭的不幸命运；三

是宋代韩侂胄把道学定为伪学，后又变为伪党、逆党，牵扯无辜士人蒙受打击。历史叙事是一种保真

记忆，将君王个体经验的时间凝定为宇宙时间；而这三件“避遭故事”属于宇宙时间边缘的记忆，不称

[1][2][3][4][6]《何心隐集》，容肇祖整理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9页，第10页，第10页，第76页，第13页。

[5]杨义：《中国叙事学》，〔北京〕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4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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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史事”，只称“故事”，句法采用“一代自有一代……”的宏大叙事，由当下的人间叙事纵身跃入超时空

的大叙事，“避遭”二元对立转换的悲剧性故事，在历史的不同时空反复回响。何心隐使用“避遭故事”

的表述时，似乎已经从大叙事的预言功能察知了其必然的悲剧性结局。

除非秉笔直书的史官，正史留给“避遭”这类边缘题材的言说空间极为有限，一般由野史拾遗补

阙。从跨朝代的长时段看，官修正史与士人野史相互补充和转化。何心隐认为正史、野史相互转换，

借野史小说补正史，或者从正史中取材敷衍成小说，这两种互动行为既紧张又协作。何心隐有两通书

信谈及“朝野史相通以书”，一通写给捕获他的南安朱把总，一通写给欲置他于死地的湖广王抚院。“元

虽不有史官收，而不有野史收，以入史官史于后世者耶？”[1]“书于野，书于朝之秉史笔以书者，必历历垂

史，共知于天下万世而不泯也。”[2]史书有多重形式，朝野史互相补充、转化、流动，在明中晚期很常见。

何心隐这一番话充满底气，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。万历年间收录有何心隐一事的“疏”、杂记、

小传等，迄今仍可查见者有《万历疏钞》（吴亮）、《弇州史料后集》（王世贞）、《苍霞草》（叶向高）、《闻雁

斋笔谈》（张大复）、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（耿定向）等刻本。在他遇难约半个世纪后，张宿于天启五年

（1625年）诠订刻印了何心隐的《爨桐集》。藏书家陈弘绪（字士业）在回复张谪宿（张宿）的书札中谈

到何心隐故事流传颇多：“其轶事见于杂记诸小说者颇多，兄能博采而汇集之，以尽心隐之奇，亦一快

事。”[3]陈弘绪还发挥博览群书的长处，补叙了何心隐门下异人吕光午的事迹[4]。

何心隐对于历史类叙事极为热衷。他撰有《辩志之所志者》《补志之所志者》等文，洋洋洒洒评骘

明代官修地理志《大明一统志》以及续修《湖广通志》中“志”类的编撰和选订，对其中人物志、名宦志、

流寓志的设置与人物甄选、归属提出异议，认为这两部志书都存在“混志”的弊病，人物志、名宦志、流

寓志的分类模糊混乱，导致人物归属上缺乏一统性。《大明一统志》强调大一统的理念，《湖广通志》追

求会通古今之变的线索。他提出创设“帝王志”“圣贤志”“大儒志”，并认为“识心为志”，确立以“心”为

统领的“志”类编纂分类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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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而不同之处，产生类似历史的深邃时空感；更进一步通过时间空间的虚化，抹去可清晰辨认的时间

地点特征，使人无法确切指认所叙述的具体人、事，服从于“穷而极”“通而变”的元叙事，强化了“人事

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[1]的超时空感喟。

总之，“学”与“讲”、“事”与“理”、“经”与“史”之间的种种统一关系，为叙事者的介入拓宽了创造性

言说的可能，叙事口吻的反思性与叙述的“人”“事”形象紧紧伴随，“事”敞开为“形象”之间的交错往

还，并推动情节发展，读者总能感觉到一个显隐不定的、旁观反思批评的叙事者口吻，代理表层叙事和

深层叙事的监视者、监督者和反思者。试以《金瓶梅》为例，其文心细如牛毛：家常日用、应酬事务、奸

诈狡猾、贪财恋色，一一细细道来。写西门庆聚财发迹的上升期，迎娶孟玉楼一段，先是媒婆薛嫂花言

巧语介绍富商遗孀孟玉楼给西门庆，西门庆遂起念借色聚财；另一边薛嫂对孟玉楼则隐瞒西门庆有妻

有妾的实情，骗孟玉楼以为嫁做正头娘子。写西门庆到孟玉楼家相亲一幕，小丫鬟拿了茶，孟玉楼“起

身，先取头一盏，用纤手抹去盏边水渍，递与西门庆”，西门庆“忙用手接了”（崇祯本第7回）。孟玉楼

举手投足甚是俏丽妩媚，两人各取所需、彼此中意。及至西门庆死后，家道迅速中落，孟玉楼再嫁李衙

内做正头娘子，事先跟官媒陶妈妈不厌其烦地盘问李衙内个人情况，二婚被骗的创痛于此处言语中方

才含蓄暗示出来。吴月娘盛装参加孟玉楼的婚礼，“席上花攒锦簇，归到家中，进入后边院落，见静悄

悄无个人接应。想起当初，有西门庆在日，姊妹们那样热闹”，“不觉一阵伤心，放声大哭”（崇祯本第

91回）。一冷一热，世事翻覆本来如此。叙事者口吻与人间世态由“热极”转为“冷极”，形象叙事的具

体生动让读者沉浸迷恋，而超时空的“热-冷”大预言、大叙事让读者保持冷静反思。这之间产生源源

不断的叙事张力，情节虽然不鲜明突出，时间线也经不住推敲，读之却令人不忍释卷。

学-讲、事-理、经-史的统一关系，使得形象叙事既具有形而下的具象性、可感性、视听性，又具有

形而上的象征性、隐喻性、超时空性。在可感性形象叙事中体现了“理”“事”“心”的统一，叙事重视人

间叙事视听体验之真切、超时空叙事的宇宙变动哲理之真切，这种真实属于心理感受与天理契合无间

的逼真，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，而非模仿现实之真实。西方叙事建立在古希腊模仿现实的传统之上，

重视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区分。普实克认为中国人不能加以虚构[2]，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富启发意

义的伪问题。其实，中国叙事传统并不缺乏想象、幻想、夸张、虚构的能力——只需回忆一下汉大赋

铺张扬厉、似真似幻、极尽奉承的宏大叙事即可——所缺乏的乃官方叙事之外的叙事合法性地位。

诸多当世一流文人，如汤显祖、胡应麟、陈继儒、谢肇淛、袁宏道、李贽等，对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

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等小说刮目相看并热心谈论品评，以至于小说逐渐能够与“四书五经”分庭抗礼，而

叙事美学也就渐渐具有了成长的空间。叙事地位的擢升，激发了叙事者、评论者参与叙事创作、批评

的积极性和创造力，也生产和再生产出陶染沉醉其中的广泛受众。

〔责任编辑：平 啸〕

[1]〔唐〕孟浩然撰：《孟浩然集校注》，徐鹏校注，〔北京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145页。

[2]转引自鲁晓鹏：《从史实性到虚构性：中国叙事诗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7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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